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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六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以高水平司法推动种业创新，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2025年审结案件中评选出第六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10件，现予发布。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案件类型以民事和行政案件为主。其中民事侵权案件9件，植物新品种行政处罚案件1件。民事案件涉及“套牌”侵权、“白皮袋”侵权、存储侵权、进口侵权等多种侵权行为。二是覆盖地域广泛。这些案例的一审判决来自全国9个省、自治区的9家法院。三是涉及品种更加多样。案例所涉品种既有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品种，又有番茄、苹果、石榴等蔬菜水果品种。这些案例反映了过去一年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持续拓展，体现出如下司法导向：
一是加大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坚持严格保护、全面保护，加大侵权赔偿力度，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此次发布的10件案例中有4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在“NP01154”玉米品种侵权案中，基于侵权品种多、侵权时间长、侵权面积大，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赔经济损失5334.7万余元，创我国植物新品种侵权赔偿额新高。在“农麦88”小麦品种侵权案中，基于侵权人采用无标识“白皮袋”包装销售侵权种子、侵权时间长、销售数量大，适用3倍惩罚性赔偿，判赔157.5万元。在“吉宏6”水稻品种侵权案中，基于侵权人以套牌形式实施侵害品种权的行为，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赔50.6万元。在“齐黄34”大豆品种侵权案中，基于侵权人销售无标识、无来源追溯的“白皮袋”种子且储存规模较大，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赔41.2万元。这些案例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在植物新品种案件中加大保护力度的鲜明司法导向。
二是创新保护举措，不断完善种业纠纷案件裁判规则。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面对案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创新保护措施，持续细化裁判规则，完善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则体系。在“NP01154”玉米品种侵权案中，明确运用分子标记法认定品种同一性时采取扩大位点加测的条件，并通过细化停止侵权的具体要求和明确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确保判决得到及时全面履行。在“农麦88”小麦品种侵权案中，明确“储存”行为的构成要件，并对于实施侵权行为的不同主体根据过错不同分别承担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责任。在“齐黄34”大豆品种侵权案中，明确可通过侵权种子单位价格扣除商品粮单位价格，对所得差额适当上浮后推算侵权营业利润。在“WG646”玉米品种侵权案中，明确品种权人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特征特性相同的，侵权人仅以被诉侵权品种是其他授权品种为由主张其不构成侵权的，原则上不予支持。在“天使红”石榴品种侵权案中，细化了无性繁殖侵权苗木的灭活标准和具体方式，从源头上杜绝侵权苗木的再次扩散。在“WH818”玉米品种侵权案中，明确权利人完成亲子关系初步举证后，被诉侵权人需提交证据证明未使用授权品种，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R900”水稻品种行政处罚案中，明确民事和解不能阻却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处罚，并细化种业侵权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促进行政执法和司法标准统一。
三是拓展保护范围，有力促进全方位全链条保护。人民法院坚持对“真创新”给予“真保护”，全流程、全方位、全链条保护育种家和品种权利人的智力成果。一方面，司法对于品种权的保护更加周延。在“吉佳”番茄品种侵权案中，明确侵权人的进口行为早于涉案品种权授权，但侵权人的销售行为在涉案品种权授权后的，其销售行为仍构成侵权。在“普瑞A280”苹果品种侵权案中，明确申请日前非法获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并种植繁育的，不能据此产生可以对抗品种权的在先权利。另一方面，司法保护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多样。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种业纠纷案件不仅涉及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事关粮食安全的主要作物品种，还涉及苹果、葡萄、石榴、番茄、蝴蝶兰等事关群众美好生活的蔬果花卉品种。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在依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种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采取了有力行动。
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六批）
1.“NP01154”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恒某公司与金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终337号
【基本案情】
恒某公司对该案所涉玉米植物新品种“NP01154”享有独占实施权。恒某公司主张金某公司生产、销售的“郑品玉491”等七个杂交玉米审定品种均系未经许可使用“NP01154”品种作为亲本生产而来，遂向法院起诉。一审中，恒某公司提交4份检测报告证明被诉侵权品种的亲本“YZ320”与“NP01154”差异位点数为1，据此主张七个品种为侵权品种；金某公司提交2994号测试报告主张加测的5个位点中有4个位点存在差异，据此主张两者为不同品种。一审法院采信金某公司提交的2994号测试报告，认定被诉侵权品种的亲本“YZ320”与授权品种“NP01154”为不同品种，判决驳回恒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恒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金某公司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采取扩大检测位点加测必须以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的差异位点小于但接近临界值为前提，以加测位点具有足够的遗传多态性、稳定性，关联基因与表型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且这种关联的可靠性已得到科学上的充分评估和验证，并已开发出与性状紧密连锁的功能标记为条件。金某公司提交的2994号测试报告在不满足扩大检测位点加测前提的情况下作出，不具有证明力。本案证据能够证明被诉侵权的七个杂交玉米品种的亲本（父本）与授权品种具备同一性，金某公司的行为构成侵害“NP01154”品种权；金某公司存在故意侵权，且涉及7个审定杂交品种、侵权时间长达五年、侵权生产面积高达8243.4亩，属于侵权情节严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最终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责令金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NP01154”品种权的行为，赔偿恒某公司经济损失5334.7万余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0万元。二审判决还细化了针对金某公司停止侵权的措施：一是停止使用“YZ320”等亲本生产7个审定杂交玉米种子，停止销售相关侵权种子；二是在法院监督或恒某公司见证下，消灭侵权种子繁殖活性；三是将本判决及停止侵害要求通知其股东、关联公司等相关主体，并要求其签署不侵权承诺书。同时，二审判决明确，如金某公司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三项义务，应当分别以每日10万元、5万元、2万元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金。
【典型意义】
本案通过准确判定行为性质并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传递了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鲜明司法导向。首次明确运用分子标记法认定品种同一性时采取扩大位点加测的条件，对如何审查扩大位点加测的必要性、加测位点的科学性作出了指引。同时，判决通过细化停止侵权的具体要求和明确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确保判决得到及时全面的履行，让当事人既能打得赢官司，又能及时实现胜诉利益，真正实现了对权利人的有力保护。
2.“农麦88”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某丰种业公司与郑某、程某明、张某、吕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417号
【基本案情】
某丰种业公司系小麦植物新品种“农麦88”的品种权人。2022年起，郑某与程某明分工配合生产、销售“白皮袋”包装的“农麦88”种子。为获取侵权证据，某丰种业公司代理人与郑某联系，并在郑某指示下从程某明处购得3万斤以“白皮袋”包装的“农麦88”种子，支付货款51900元，所购种子存储于张某、吕某所有的仓库内。某丰种业公司向法院起诉，主张郑某、程某明生产、销售侵权种子，张某、吕某提供仓储场地构成共同侵权，请求判令四被告停止侵权、共同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58900元，并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程某明辩称其仅受郑某委托代为交货，涉案种子为“镇麦15”商品粮，某丰种业公司系钓鱼取证；张某、吕某辩称，其仅无偿出借仓库给程某明存放商品粮，未参与侵权。一审法院认定郑某、程某明构成共同侵权，未支持某丰种业公司对张某、吕某的诉讼请求及惩罚性赔偿主张，酌情判决郑某、程某明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某丰种业公司、程某明均不服，提起上诉。某丰种业公司主张张某、吕某应承担连带责任且本案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程某明主张其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规定，生产、销售及为实施侵权行为储存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等行为均构成直接侵权；共同侵权中故意与过失行为结合造成损害的，行为人应承担相应连带责任；故意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且情节严重的，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过失侵权人仅对补偿性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程某明与郑某自2022年起长期合作，分工配合生产、销售、储存“白皮袋”包装的“农麦88”种子，主观故意明显，且以无标识包装销售侵权种子、侵权持续时间长、销售数量大，构成情节严重，应适用3倍惩罚性赔偿；张某曾从事种业相关经营，具备专业认知，其与吕某作为仓库所有权人，对仓库内长期存储无合法标识的种子未履行审慎核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客观上为侵权提供仓储场地，与郑某、程某明构成共同侵权，但仅应对补偿性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二审改判郑某、程某明、张某、吕某立即停止侵权，郑某、程某明赔偿某丰种业公司经济损失157.5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58900元，张某、吕某对其中52.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在种子法最新修正之前，依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将提供储存条件的行为认定为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本案系适用修正后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直接认定储存行为人与生产、销售者构成共同侵权，将种子法扩展保护环节的立法目的落到实处。同时明确对于数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在侵权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可由故意侵权的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过失侵权的行为人对其中的补偿性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实现责任承担与主观过错及行为性质相适应。
3.“吉宏6”水稻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全某种业公司与富某种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686号
【基本案情】
全某种业公司通过转让取得“吉宏6”水稻植物新品种权。全某种业公司发现富某种子公司生产、销售的“富霞3号”疑似为“吉宏6”，遂以公证方式从富某种子公司处购买该种子，并单方委托江汉大学检测中心进行品种真实性检测，检验结论为二者差异位点数0、遗传相似度100%，属极近似或相同品种。全某种业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富某种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富某种子公司辩称，“富霞3号”系其联合培育且早于“吉宏6”获审定，享有先用权；涉案检验报告系单方委托、取证程序存在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行为不构成侵权。一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种子与“吉宏6”为同一品种，富某种子公司未经许可生产、销售的行为构成侵权，酌情判决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8万元，未支持全某种业公司的惩罚性赔偿主张。全某种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一审赔偿数额过低、未适用惩罚性赔偿显属不当，请求改判赔偿100万元。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富某种子公司作为“富霞3”审定品种的申请者和育种者之一，对该品种特征特性具有明确认知，却在被诉侵权种子包装上标注与自身审定品种不符、与“吉宏6”特征特性高度一致的信息，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其行为违反种子标签管理强制性规定，以套牌方式隐匿侵权种子真实信息、规避种业监管，侵权行为持续5年且有稳定生产销售规模，危害后果较大，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缺乏合理依据，本案可通过侵权获利合理推定赔偿计算基数，且综合侵权情节可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遂改判提高赔偿数额为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计50.6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以套牌形式实施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本质是“标签与种子实质不符”的故意造假行为，可直接认定其具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主观故意；套牌侵权行为既扰乱种业生产经营秩序，又侵占品种权人合法市场份额，还可能引发农业生产风险，符合种子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可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本案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大对套牌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强品种权保护的鲜明司法态度。
4.“吉佳”番茄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北京世某种苗公司与宁夏红某种子公司、宁夏楠某农业公司、西北天某农业公司、广东金某农业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3168号
【基本案情】
北京世某种苗公司系“吉佳”番茄品种权人，该品种权申请日为2018年8月27日，授权日为2020年12月31日。2020年9月，宁夏红某种子公司为在境内销售目的，联系、组织案外人北京金某公司进口“嘉纳”番茄种子。2020年10月至11月，北京金某公司联系广东金某农业公司办理进口事宜。2020年12月25日，广东金某农业公司从韩国某公司进口“JIANA3”番茄种子后，于同年12月28日交付给北京金某公司。宁夏红某种子公司在上述公司的帮助下取得被诉侵权种子后自行组织分装，将同批进口的名称为“JIANA3”番茄种子分装成“嘉纳一号”“嘉纳三号”，并通过宁夏楠某农业公司、西北天某农业公司等对外销售。2021年3月，北京世某种苗公司从宁夏楠某农业公司购得“嘉纳一号”种子，经检测，“嘉纳一号”“嘉纳三号”与“吉佳”为近似品种。北京世某种苗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停止侵权，四被告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810万元、合理开支88549.46元。一审法院认定宁夏红某种子公司、宁夏楠某农业公司、西北天某农业公司、广东金某农业公司构成侵权，判决上述被诉侵权人停止侵权并各自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上诉。北京世某种苗公司上诉认为侵权情节恶劣，赔偿数额过低；宁夏红某种子公司等上诉否认侵权或主张无侵权故意、种子来源合法、赔偿额过高。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进口时我国未授予品种权但销售行为发生时该植物新品种已获授权的，后续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须经品种权人同意，否则构成侵权。涉案侵权种子进口行为发生于2020年12月25日，虽早于“吉佳”品种权授权时间，但宁夏红某种子公司等行为人的分装、销售、育苗的事实均发生在品种权授权后且未获品种权人许可，该后续销售及相关协助行为符合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侵权。宁夏红某种子公司作为涉案侵权种子进口的组织方、分装销售的主导方，明知番茄品种为需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仍以“嘉纳一号”“嘉纳三号”为名进行销售，主观上具有侵权故意；宁夏楠某农业公司与宁夏红某种子公司存在股权关联，西北天某农业公司未举证证明育苗种子的合法来源及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其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广东金某农业公司作为进口方，未按检疫审批要求对进口种子隔离试种，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客观上为他人的后续侵权销售提供了帮助，应承担相应责任。各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结合涉案品种市场价值、侵权情节及维权合理开支，二审改判宁夏红某种子公司承担主要责任，宁夏红某种子公司赔偿北京世某种苗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及合理开支5万元，宁夏楠某农业公司等分别在一定数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地域性规则，认定进口行为早于品种权授权但销售行为在授权后的，仍构成侵权，完善了种业进口环节的侵权认定规则。同时，厘清种业上下游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划分，认定组织进口、主导分装销售的主体承担主要责任，关联销售、育苗、进口环节主体按过错程度承担连带责任，细化了种业侵权链条中各侵权主体的责任分配标准。
5.“普瑞A280”苹果植物新品种侵权案【艾某公司与明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1542号
【基本案情】
艾某公司系苹果新品种“普瑞A280”排他实施被许可人并取得品种权人授予的维权权利。艾某公司经公证取证，从明某公司种植的果园中提取“龙威”苹果枝叶，经鉴定与“普瑞A280”为疑同品种。艾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明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300万元，并请求后续按每年支付每亩2500元品种权使用费至停止种植之日。明某公司辩称涉案检测报告程序违法、检材来源不明，其种植的“龙威”即“云引苹果2号”，由某园艺研究所完成培育并取得《品种鉴定证书》，该品种早于“普瑞A280”品种权的申请日，其具有合法来源和在先权利，故其种植行为不构成侵权。一审法院认定《品种鉴定证书》为权利性凭证，明某公司种植的苗木来源合法且无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侵权，判决驳回艾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艾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品种鉴定证书》并非权利凭证，某园艺研究所系违约获取“普瑞A280”繁殖材料并予以推广，明某公司的不侵权抗辩不能成立。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龙威”与“普瑞A280”具有同一性；苹果属无性繁殖木本植物，明某公司以商业目的大规模种植被诉侵权苗木的行为，应认定为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云引苹果2号”是某园艺研究所经艾某公司关联方许可试种“普瑞A280”后，违反保密约定对外披露、繁殖并通过品种鉴定命名而来，其繁殖材料来源不合法；云南省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鉴定制度仅为行政管理手段，《品种鉴定证书》并非民事权利凭证，不能据此对抗合法的植物新品种权。明某公司作为生产、繁殖者，直接实施了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不符合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的主体要件，其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结合侵权规模、品种生长周期及经济价值，改判明某公司赔偿艾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538750元，并按8元/株/年的标准支付后续品种权使用费。
【典型意义】
本案坚持诚信保护，明确申请日前非法获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并种植繁育的，不能据此产生可以对抗品种权的在先权利。同时，结合不同研发人员各自独立选育出相同品种概率极低的一般规律，明确植物新品种领域原则上难以适用在先权利抗辩，切断了侵权人以此为由逃避法律制裁的可能。
6.“齐黄34”大豆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圣某公司与某鑫公司、孔某穿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199号
【基本案情】
圣某公司系大豆植物新品种“齐黄34”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圣某公司经公证取证，在某鑫公司厂区仓库内向孔某穿购买200斤标注为“齐黄34”的大豆种子，支付货款800元，经鉴定该种子与“齐黄34”为疑同品种。圣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鑫公司、孔某穿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8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9038元。某鑫公司辩称涉案种子系孔某穿个人存放并销售，与公司无关，其并非适格被告；孔某穿辩称圣某公司系钓鱼取证，其销售行为已受行政处罚，圣某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一审法院认定孔某穿构成侵权，未认定某鑫公司参与侵权，亦未支持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定赔偿判决孔某穿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2000元。圣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某鑫公司与孔某穿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二被告侵权情节严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交易发生在某鑫公司经营场所内，时任某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孔某根与孔某穿共同接待购种人员、介绍品种并完成交易，孔某根的行为系代表某鑫公司的职务行为，某鑫公司与孔某穿形成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与协同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某鑫公司作为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专业企业，明知未取得“齐黄34”品种授权仍参与销售，孔某穿无相关资质却擅自销售侵权种子，二被诉侵权人主观故意明显；且其销售无标识、无来源追溯的“白皮袋”种子，仓库内储存规模较大，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可结合侵权大豆种子与大豆商品粮的价格差额确定侵权种子利润，参考仓库储存规模确定销售总数，计算得出侵权获利为20万元。据此，二审改判某鑫公司、孔某穿立即停止侵权，连带赔偿圣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41.2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针对侵权人以个人行为、临时存放为由规避侵权责任现象，精准破解种业侵权主体认定难题，依法认定共同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明确在以侵害品种权的获利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时，可通过侵权种子单位价格扣除商品粮单位价格，对所得差额适当上浮后，推算营业利润，为植物新品种侵权赔偿数额计算提供了有益参考路径。
7.“WG646”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五某公司与禾某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终763号
【基本案情】
五某公司是玉米植物新品种“WG646”的品种权人。五某公司发现禾某源公司未经其许可，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使用“WG646”非法繁育玉米种子，种植面积达500余亩，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禾某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6万元。经申请一审法院证据保全并对保全的被诉侵权种子与“WG646”授权品种进行真实性检测，比较位点数40，差异位点数1，结论为近似品种。禾某源公司辩称被诉侵权地块使用的繁殖材料是“HJ8702”，与“WG646”属于不同品种，故其未侵害五某公司的植物新品种权。禾某源公司也向一审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并将保全样品与“WG646”进行扩大位点检测，比较位点数2，差异位点数2；同时将保全样品与“HJ8702”进行真实性检测，比较位点数40，差异位点数0，结论为极近似或相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被诉侵权繁殖材料与“WG646”存在3个位点的差异，禾某源公司生产杂交种所使用的亲本与“WG646”系不同品种、不构成侵权，故判决驳回五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五某公司不服，以一审错误认定被诉侵权种子的亲本为“HJ8702”品种等为由提起上诉。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品种权人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特征特性实质相同的，可以初步认定两者属于同一品种；被诉侵权人主张两者不属于同一品种的，应当提供反驳证据；至于被诉侵权品种是否为其他授权品种，原则上与本案侵权判定并无直接关联。本案判断禾某源公司的制种行为是否构成侵害“WG646”品种权，不需要对被诉侵权品种是否为“HJ8702”这一事实进行审查。五某公司申请法院保全并作出的检测报告表明，检测40个核心位点、差异位点数1，足以得出被诉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WG646”“近似”的结论；禾某源公司申请扩大位点检测所选取的位点均未列入玉米品种鉴定SSR标记法规定的40个核心位点，属于随意选取的非标准位点，不符合加测位点应遵循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该加测报告并无证明力。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禾某源公司侵害“WG646”植物新品种权，故改判禾某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五某公司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0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品种权人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特征特性相同的，即可以初步认定属于同一品种；侵权人未提供反驳证据，仅以被诉侵权品种是其他授权品种为由抗辩其不构成侵权的，并不能直接否定被诉侵权品种与授权品种具有同一性，对该种抗辩原则上不予支持。本案判决阻断了被诉侵权人试图以鱼目混珠的方式逃避侵权责任的路径，为品种权人更好维权提供了有力保障。
8.“天使红”石榴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某果树研究所与承某经营部、李某成、淘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终925号
【基本案情】
某果树研究所系石榴植物新品种“天使红”的品种权人，其发现承某经营部未经授权，在淘某公司平台“山东清某果树助农店”销售标注“天使红”名称的石榴苗木，遂委托公证处对购买过程及收货情况进行证据保全，并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承某经营部停止生产、繁殖、销售侵权苗木并对侵权苗木作灭活处理，淘某公司停止提供平台服务并删除侵权链接，承某经营部、投资人李某成及淘某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承某经营部为李某成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其店铺不仅展示石榴繁殖基地照片、宣称“基地直销”，客服还自认苗木来源于自有果园，且无法举证证明所售苗木具有合法来源，亦未对苗木来源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认定承某经营部仅存在销售侵权行为，判令其停止销售并赔偿1万元，驳回某果树研究所其他诉讼请求。某果树研究所不服，以一审未认定繁殖行为、李某成责任认定错误及赔偿数额过低为由提起上诉。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承某经营部网络平台店铺详情页面展示繁殖基地照片、客服自认苗木来源于“自己的果园”，且作为专业苗木经营者未能举证证明苗木合法来源，结合其具备繁殖资质的事实，足以认定其存在生产、繁殖侵权苗木的行为；“天使红”为无性繁殖品种，仅停止销售不足以杜绝侵权扩散，应判令侵权人对侵权苗木作灭活处理，并按苗木生长阶段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本案证据表明的固定许可费可折算出年度许可使用费为5万元，综合侵权情节、品种价值及维权合理开支，应按许可使用费3倍确定赔偿数额。故二审改判承某经营部立即停止生产、繁殖、销售“天使红”石榴繁殖材料，15日内对侵权苗木作灭活处理；承某经营部赔偿某果树研究所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5万元；李某成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在承某经营部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应以个人财产补充清偿。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若侵权苗木来源无法查证，侵权人具有繁殖能力且自认有繁殖基地的，可结合在案证据认定生产繁殖的侵权事实；细化了无性繁殖侵权苗木的灭活标准和具体方式，确立“彻底丧失再生能力”的核心原则并结合作物生长阶段区分处理，从源头上杜绝侵权苗木的再次扩散；准确界定了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补充责任，厘清了补充责任与连带责任的法律边界。本案裁判有利于强化对种业源头性侵权行为的打击，推动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细化。
9.“WH818”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恒某公司与伯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一审：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2022）琼73知民初40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终194号
【基本案情】
恒某公司是玉米植物新品种“WH818”的品种权人之一，且获另一品种权人授权可单独维权。伯某公司是具有特许生产经营玉米资质的公司，“伯洪”“微风”商标均由伯某公司申请注册。恒某公司发现伯某公司生产、销售的“伯洪彩甜糯”和“微风彩甜糯”系使用“WH818”玉米品种作为亲本繁殖的杂交种，遂在单方委托检测后向法院起诉，请求伯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及为维权所支付合理开支2万元。审理过程中，恒某公司向法院申请种子亲缘关系鉴定。鉴定机构经对“WH818”与“伯洪彩甜糯”“微风彩甜糯”进行检测，结论显示“伯洪彩甜糯”“微风彩甜糯”两种玉米种子均与“WH818”疑似具有亲缘关系。伯某公司否认检测结论，但并未提供用于生产被诉侵权种子“伯洪彩甜糯”“微风彩甜糯”的亲本种子信息。
【裁判结果】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伯某公司在被诉侵权品种上使用其注册的商标并在包装袋上注明公司名称等信息，在伯某公司未充分说明被诉侵权品种来源的情况下，推定其是被诉侵权品种的生产者。结合伯某公司未举证证明被诉种子亲本来源，可认定其未经许可使用“WH818”品种生产、销售被诉种子构成侵权，遂判决伯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恒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费用共计20万元。伯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以品种亲子关系鉴定意见为参考，通过降低证明标准、使用事实推定等方式，合理减轻亲本品种权人的举证责任，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杂交作物亲本品种权侵权纠纷提供了有益参考，强化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全链条司法保护。
10.“R900”水稻植物新品种行政处罚案【科某公司诉宁化县人民政府、宁化县农业农村局植物新品种行政处罚案】
一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闽01行初110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行终195号
【基本案情】
袁某公司系“R900”水稻植物新品种权人，未曾许可科某公司使用该品种。2021年，科某公司在福建省宁化县委托制种“科两优9218”水稻种子，其父本涉嫌侵害“R900”品种权，袁某公司向农业主管部门举报。宁化县农业农村局经调查查明，科某公司2021年6月委托当地合作社制种370亩，查获侵权种子75800公斤，经SSR标记法检测及田间种植比对鉴定，均显示涉案种子父本与“R900”属极近似或相同品种。2021年11月，科某公司与袁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自认侵权并赔偿280万元，袁某公司出具谅解书。2024年3月，宁化县农业农村局对科某公司作出罚款1819.2万元的行政处罚，科某公司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提起诉讼，以无主观过错、已达成民事和解、行政执法程序违法等为由，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宁化县农业农村局的处罚决定及相关复议决定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判决驳回科某公司的诉讼请求。科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侵权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需统筹考量侵权制种规模、对种业生产经营秩序的破坏程度以及对国家农业用种安全的潜在影响等因素。本案科某公司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委托他人使用“R900”品种作为父本生产杂交水稻种子，侵害“R900”植物新品种权，该事实有两次鉴定意见及科某公司在和解协议中的自认作为依据，科某公司制种规模较大，其行为侵害种业市场秩序等社会公共利益，符合种子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条件。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分属不同法律责任范畴，虽然科某公司与袁某公司已达成和解，但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当然成为免除或替代行政责任的理由。宁化县农业农村局综合其违法情节及从轻情形以法定的罚款计算标准下限作出5倍罚款，符合过罚相当原则，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民事和解不能阻却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作为从轻或减轻情节予以考虑，并细化“社会公共利益”的判断，对监督和支持种业行政执法、落实过罚相当原则具有参考意义。
[bookmark: _Hlk101799435]（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官网）


[bookmark: _Toc31228][bookmark: _Toc105607344]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涉及标准的发明专利申请指引》
2026年3月14日，为深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任务部署，引导规范国内外申请人撰写申请文件，提升专利申请质量，推动专利与国际标准制定有效结合，促进技术、专利与标准协同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涉及标准的发明专利申请指引》（下称《指引》），供相关创新主体参考使用。目前，涉及标准的发明专利申请在通信领域比较集中，例如蜂窝移动通信、音视频编解码、Wi-Fi等领域。《指引》聚焦通信领域，同时亦可为其它领域涉及标准的专利申请提供参考，从涉及标准的发明专利申请相关概念出发，重点关注该类专利申请的申请策略和撰写策略，共四章。第一章涉及标准的基本概念，第二章涉及标准与专利的协同，第三章涉及相关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策略，第四章涉及相关发明专利申请的撰写策略。
《指引》首先对标准与专利的核心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通用定义，标准是各行业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也是经协商一致并由公认机构批准的共用重复使用文件，按照适用范围可划分为国际、区域、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和企业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完整的国际标准化流程包含提案、起草、审议、征求意见、批准、发布、修正七个关键环节，而涉及标准的发明专利申请，是以技术方案与标准高度适配、最终成为标准必要专利为目标的专利申请类型，标准必要专利的核心内涵是实施标准时无法避开的专利技术，其认定的核心依据是专利与标准之间的对应性。
为精准判断专利能否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指引》提出了完整的对应性分析方法，以授权专利的权利要求为分析对象，通过拆解权利要求技术特征、匹配标准文本相关描述、综合判定对应关系的流程开展分析，权利要求对照表是实现精准分析的核心工具，可适用于内部评估、专利许可、加入专利池、专利诉讼等多种场景，对应性结论分为对应与不对应两类，对应情形涵盖技术特征完全一致、权利要求上位概念涵盖标准下位内容、技术特征为标准直接且毫无疑义确定的内容，不对应情形则包括权利要求部分技术特征无标准对应、标准上位描述无法涵盖权利要求下位限定，只有当专利全部权利要求均与标准不对应时，该专利才不构成标准必要专利。
结合标准化的全流程节点，《指引》规划了分阶段的专利布局策略，在标准化初期的提案阶段，创新主体应在技术预研时期研判标准发展趋势，及时提交初始专利申请抢占布局先机；在标准化中期的起草、审议与征求意见阶段，针对标准草案的修订方向动态调整专利布局，优化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布局与标准草案高度契合的技术方案；在标准化后期的批准、发布与修正阶段，依据最终发布的标准文本修改在审专利权利要求，力求获得专利授权，并在授权后开展专利许可、交叉许可与依法维权等运营工作，让专利技术依托标准实现产业化应用。
针对标准制定周期通常长达三至四年、与专利审查周期存在错配的现实问题，《指引》依托专利法相关制度提出三项核心申请策略，合理运用优先权制度，在发明或实用新型首次申请后十二个月内提交相同主题的在后申请，可锁定在先申请日作为现有技术判断节点，兼顾早期布局与方案优化需求；借助新颖性宽限期制度，针对国际组织标准会议中临时公开的技术提案，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专利申请并完备证明材料，可化解提案公开导致的新颖性丧失风险，该制度仅作为特殊情形下的补救手段；通过请求延迟审查适配标准冻结周期，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同步申请一至三年的延迟审查，结合实质审查三年提出期限，最长可获得六年待审时间，待标准版本最终确定后再启动审查并修改权利要求，确保专利与标准精准对标。
在专利申请撰写层面，《指引》结合通信标准技术兼容、版本迭代的特点制定了全方位规范，通用撰写层面要求权利要求表述向标准文本趋同，采用标准通用术语并剔除非必要特征，通过层次化设计构建独立权利要求与从属权利要求体系，优先采用单侧撰写方式简化侵权判定流程，同时在说明书中丰富实施例覆盖标准演进的多种可能；创造性撰写与审查意见答复层面，区分同代际技术优化、新代际新问题解决、通用问题跨代延续三类场景，说明书需详细记载技术问题、改进细节与技术效果，权利要求突出核心创新特征，答复时整体论述区别特征的关联性，明确现有技术无技术启示或结合存在障碍。
并列技术方案的运用可有效应对标准制定的不确定性，通过合理设置并列方案覆盖多种标准适配可能，同时为无效宣告程序预留修改空间，撰写时需控制方案数量、优先上位概括、采用树式引用简化结构，说明书差异化记载各方案实施细节；修改超范围防控需严格遵循专利法相关规定，避免术语不当替换、技术特征随意增减、实施例不合理组合等问题，撰写时保证原始文本完整准确，修改时在意见陈述中明确修改依据；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界定需符合法律规定，规范使用标准术语，明确技术步骤逻辑与实现方式，避免表述矛盾与歧义，针对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融合技术，明确模型数据与通信数据的对应关系，保障权利要求边界清晰无争议。
这份《指引》紧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与国家标准化发展的政策要求，切实解决了涉及标准的发明专利申请在布局、审查、撰写等环节的现实痛点，既规范了专利申请行为、提升了专利申请质量，又推动专利与国际标准制定有效结合，其核心方法论不仅适用于通信领域，还可延伸至新能源、车联网等多个新兴领域，助力创新主体构建技术研发、专利布局、标准融入、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话语权，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相关文件下载地址：https://www.cnipa.gov.cn/art/2026/3/14/art_66_205332.html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bookmark: _Toc5741][bookmark: _Toc32298][bookmark: _Toc14042][bookmark: _Toc10990][bookmark: _Toc9523]国外特别关注
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施行两项新实务审查统一标准
欧洲联盟知识产权局（EUIPO）欣然宣布，两项新的共同实践（Common Practices）现已在欧盟范围内开始实施：CP16“描述商品和/或服务主题的标志”（Signs describing the subject matter of goods and/or services）以及 CP17“标语的显著性”（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slogans）。这两项实践构成了《SP2030战略计划》框架下新一代欧盟共同实践的首批成果。
这一里程碑体现了欧盟各国家及区域知识产权局与用户协会之间持续开展的合作，其共同目标在于使欧洲知识产权体系更加一致、可预期且可靠。自2011年以来，欧盟知识产权网络（EUIPN）一直稳步推进商标与外观设计实践的协调统一。CP16和CP17在各局的推广实施，标志着该使命迈出了又一重要步伐。
官方实施期于2026年2月16日开始，相关文件已以欧盟23种官方语言发布于EUIPN网站。各国家及区域知识产权局现有最长三个月的时间，将CP16和CP17纳入其具体实践。
CP16确立了对“主题”（subject matter）概念的统一理解，并明确了在依据《商标指令》（TMD）第4条第1款(c)项评估标志是否具有描述性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即当某一标志在商业中可能用于指示所申请保护的商品和/或服务的主题时，应如何进行判断。该文件还包含一系列示例。例如，标志“WINE”在用于可下载移动应用程序时，将被认定为对其主题具有描述性，因此根据该共同实践的原则，不得获得商标保护。
CP17确立了对“标语”（slogans）概念的统一理解，并对其显著性的评估方法作出说明，其中包括一份非穷尽性的常见考量因素清单。该文件同样提供了示例，展示在《商标指令》第4条第1款(b)项下，标语在何种情况下会被认定为应予驳回或可以接受。
每份文件均附有“实施概览”（Overview of Implementations）的链接，概述相关程序以及各国家和区域知识产权局正式实施该共同实践的时间节点。
上述共同实践系在广泛征询意见及各利益相关方贡献的基础上形成。来自成员国知识产权局、EUIPO及用户协会的专家社群在文本的起草与完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相关文件下载地址：
CP16：http://euipn.org/en/practices/cp16-signs-describing-the-subject-matter-of-goods-and-or-services
CP17：https://www.euipn.org/en/practices/cp17-the-distinctive-character-of-slogans
（来源：欧洲知识产权网络（EUIPN）官网）

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修订检索与审查指南
2026年3月2日，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宣布对于检索指南、审查指南以及实用新型检索指南进行修订。此次修订的核心目的在于允许审查部门使用外部电子检索资源和人工智能应用辅助专利检索与审查。
根据法律授权，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应根据申请，确定在评估发明受保护能力时需考虑的现有技术。现有技术包括在申请优先权日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描述、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向公众公开的所有知识（《德国专利法》第3条第1款第2句）。因此，德国专利商标局必须在可获得的范围内考虑全球范围内的现有技术。同时，德国专利商标局有义务对尚未公开的专利申请中的信息予以保密。
然而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可获取和可检索的知识增长速度远超以往。这些知识通常仅以电子形式存在，且往往（如在信息技术或化学领域）仅保存在外部检索资源中。因此，只有利用外部电子检索资源（必要时也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才能进行高质量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检索。
基于此，德国专利商标局对其《检索指南》、《审查指南》以及《实用新型检索指南》进行了调整。新修订的版本明确允许审查部门在检索过程中使用外部电子检索资源，并可在 专利商标局 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同时明确，检索工作必须继续确保未公开专利申请中的信息不被泄露给公众。
专利商标局提醒，外部电子检索资源仅受专利商标局的有限控制。因此，即使在个案中尽到了必要的审慎义务，也无法完全排除申请中的术语、序列、化学结构式或文本被第三方获知的可能性。希望规避这一残余风险的申请人，应考虑在申请公开后再提出检索或审查申请。
（来源：德国专利商标局官网）


[bookmark: _Toc2551][bookmark: _Toc4535][bookmark: _Toc26939][bookmark: _Toc19686][bookmark: _Toc105607347][bookmark: _Hlk97586846][bookmark: _Toc69834922][bookmark: _Toc54392292]
2 / 41

1 / 41

[bookmark: _Toc22987]中文法学类核心期刊知识产权文章摘编
选刊范围：《中国社会科学》及CSSCI（2024-2025）法学类核心期刊
[bookmark: _Toc21324][bookmark: _Toc4119][bookmark: _Toc7695][bookmark: _Toc21654][bookmark: _Toc19188][bookmark: _Toc9345][bookmark: _Toc27977]1.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属性的名实之辨
作者：刘文杰
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
摘要：著作权法中的作品、作者和创作三个概念相互定义，不能割裂。“人类贡献表达独创性”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本质属性。不同于人类抒发思想情感的创作，人工智能生成具体表达的过程是复杂的数学运算，不受用户控制。抽象的提示词事实上不可能“创建特定表达结果”。用户单一回合的提示词输入不会形成作品独创性，多轮提示词输入同样不会。硬性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归于作品之列，无法避免规则适用的冲突，并动摇著作人格权制度和“著作权/邻接权”二分的著作权法体系架构。另一方面，鉴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显著具备财产属性，尤其是考虑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专业化生产趋势以及人机协同创作时代的到来，设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邻接权具有正当性。邻接权制度还将带来激励用户使用和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产品的差异化供给以及增进对人类作者利益保护三项溢出效应。国内人工智能文生图案件判决虽认定用户为“作者”，但同时又科以标注义务，实质上是以著作权之名创设了一项邻接权。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独创性；署名权；标注义务；邻接权
（来源：《比较法研究》2026年第1期）
[bookmark: _Toc9621][bookmark: _Toc105607350][bookmark: _Toc25169][bookmark: _Toc26588][bookmark: _Toc4206][bookmark: _Toc21219][bookmark: _Toc11664]2. 演绎性创作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
作者：曾青未
机构：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摘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争议，源于传统理论对生成行为是否构成创作的解释分歧。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回归“创作”行为本身。正视数字时代利用既有素材进行“演绎性创作”的重要价值，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非异类，而是用户通过演绎指令利用智能工具对海量素材进行演绎性创作的结果。应采用类型化方式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进行初步判断，并以“实质性区别”标准从表达形式、含义意境与整体印象三个维度界定其保护范围，最终确立有限保护原则，在承认用户对具备独创性的生成内容享有版权的同时，妥善平衡其与原作品权利人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关键词：		演绎性创作；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作品独创性；用户指令
（来源：《当代法学》2026年第2期）
[bookmark: _Toc105607351][bookmark: _Toc30581][bookmark: _Toc2190][bookmark: _Toc29280][bookmark: _Toc175][bookmark: _Toc21932]3. 著作权侵权证明对象的阶段化
作者：马歌 1,2
机构：1.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2. 浙江大学交叉法研究中心
摘要：作为著作权侵权证明对象的“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并非著作权侵权的构成要件。著作权侵权“接触独立说”与“接触依附说”分歧的解决之道不在实体而在程序。著作权侵权证明对象的阶段化是以证明对象指向为尺度的证明对象性质与内容的转化。“要件化”是实体层面构成要件的自我转化，“事实化”是程序层面构成要件向要件事实、要件事实向证明事实的转化。作为构成要件的“复制”经“要件化”转化为“事实复制”与“可诉复制”两个构成要件。“可诉复制”指向的是原告权利的“可保护性”,“实质性相似”是“可诉复制”的证明事实之一，而非全部。“事实复制”具备可直接证明性，且在证明困难时经“事实化”转化后的证明事实是“接触”。“证明性相似”具有双重功能，一是辅助性地与“接触”共同证明存在“事实复制”,二是独立地证明存在“接触”。
关键词：	证明对象；接触；实质性相似；直接证据；证明性相似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6年第2期）
[bookmark: _Toc105607352][bookmark: _Toc15283][bookmark: _Toc8100][bookmark: _Toc21276][bookmark: _Toc12839][bookmark: _Toc19388]4. 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共性问题
作者：张明楷
机构：清华大学
摘要：侵犯知识产权罪虽然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但其保护法益并非公共法益，而是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在侵犯知识产权罪中，制作侵权产品的行为实质上只是预备性质的行为，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才是侵害法益的实行行为，对制作行为的处罚应当轻于对销售行为的处罚；行为人制作侵权产品后进而销售的，属于包括的一罪，从一重罪论处。在构成要件行为是销售侵权产品的犯罪中，行为人尚未着手实行销售行为的，即使持有的侵权产品货值金额再大，也属于预备行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将“受过刑事处罚”作为入罪情节并不妥当；下级司法机关在适用司法解释将“受过刑事处罚”作为入罪情节的规定时，如若遇到被告人同时构成累犯的情形，则不得再适用累犯从重处罚的规定。刑法分则中的“明知”只是注意规定，应当根据刑法总则第14条的规定，确定侵犯知识产权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关键词：			侵犯知识产权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实行行为；情节严重；明知
（来源：《清华法学》2026年第1期）
[bookmark: _Toc105607353][bookmark: _Toc16475][bookmark: _Toc26878][bookmark: _Toc11457][bookmark: _Toc13754][bookmark: _Toc24167]5. 论数字藏品交易行为的发行权规制路径
作者：李扬 邢贺通
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摘要：中国两起数字藏品典型案件出现于新技术背景下的新业态之中，揭示了数字藏品交易市场的乱象。而上述判决书中阐述的许多观点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议，值得深入分析。首先，分别厘清了数字藏品交易过程中交易准备行为和交易行为的技术原理，同时指出交易准备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已达成共识，目前的争议焦点在于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发行权规制说”，认为交易行为应受发行权规制，在此前提下，发行权用尽原则也应当适用于二次交易过程；第二种观点为“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说”，认为交易行为虽然基于新技术具有了类似于传统发行行为的外观，但是不满足发行权中“有形载体”的要件，因此仍应该受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第三种观点为“债权规制说”，认为数字藏品非有体物，因此其交易行为不应以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予以规制，购买者购买数字藏品的行为应当定性为债权转让，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等有关规定对上述行为加以规制。上述争议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不明确。其次，由于《民法典》第127条未明确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认定存在争议，进而作为网络虚拟财产一种的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也同样产生了争议：基于交易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债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属于债权标的，对数字藏品等网络虚拟财产享有的财产权应当被认定为债权。“新型权利说”认为，传统民法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网络虚拟财产等新技术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产品，因而应当为网络虚拟财产持有者赋予新型权利。“财产性权益说”认为，数字藏品具有“虚拟性”“稀缺性和可交换性”“可支配性和排他性”等特点，是一种受民法保护的财产性权益。但由于现阶段数字藏品的保护范围、权利与义务内容等相关理论尚不成熟，不应该将数字藏品保护的财产性权益上升为权利。“物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物权的客体。“债权说”“新型权利说”“财产性权益说”的观点均有待商榷，从客体特征和内容特征两方面能够证立“物权说”。最后，明确了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后可知，“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说”与“债权规制说”均存在不合理性，基于NFT背景下作品固定和载体转移形式的新变化，从功能主义角度对发行权进行解释，发行权的“有形载体”要素问题不能阻碍数字藏品交易受到发行权规制，发行权用尽原则在数字藏品二次交易中适用也不存在障碍，可延伸适用于数字藏品交易场景。
关键词：		NFT；数字藏品；物权；发行权；发行权用尽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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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范围：《中国社会科学》及国家自科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AB类重点期刊
[bookmark: _Toc14518][bookmark: _Toc27026][bookmark: _Toc105607356][bookmark: _Toc26437][bookmark: _Toc2816][bookmark: _Toc536][bookmark: _Toc6894][bookmark: _Toc57418534][bookmark: _Toc69834946][bookmark: _Toc54554587]1. 专利有效性竞争失败压力与企业技术方向调整策略
作者：王雄元1 吴诗雨1 彭旋2
机构：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2.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外部压力会引发企业各技术层级所有技术方向上创新资源配置的连锁反应，但既有文献仅提供了技术小类层级全新或焦点技术方向上专利数量变化的证据。本文研究发现，当专利被无效宣告后，企业降低了其他现有与全新技术小类方向上的创新努力，而将资源用于发展焦点技术小类方向，但并未聚焦焦点技术大组方向，而是提高了其他现有与全新技术大组方向上的创新努力，说明企业倾向于在技术小类层面执行同质化创新策略而在技术大组层面执行差异化创新策略。并且技术方向的重要性与调整频率越高，技术关联度与技术距离越低，同行技术压力、产品竞争与经营风险越大，发明人、高层次技术人才等资源及其配置效率越高，短视股东越多而管理层权力越小，企业越可能按上述策略调整技术方向。同时，企业在重点发展技术方向上从事高创新度的创新活动，而在非重点发展技术大组方向上从事低创新度的创新活动。除此之外，企业在重点发展技术方向上的发明人、知识以及合作创新单位显著增加，研发投入持续稳定且更可能产出可资产化的高价值专利，说明企业提高了研发投入，增强了重点技术方向上的创新资源配置。这些研究有助于丰富企业技术方向选择文献。
关键词：			技术方向；专利有效性竞争失败；高质量创新
（来源：《管理世界》2026年第3期）
[bookmark: _Toc7535][bookmark: _Toc22986][bookmark: _Toc6677][bookmark: _Toc9048][bookmark: _Toc21793][bookmark: _Toc105607361][bookmark: _Hlk102295492]2.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
作者：曾莉 周璇 栗倩
机构：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
摘要：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该影响过程中存在的双重外部性问题需借助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将环境规制、绿色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探寻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之道意义重大。本文采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份数据，在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数量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2)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质量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跨越U型关系的拐点后，其能够有效促进绿色专利产出质量提升。(3)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专利产出数量与质量过程中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弥补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影响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不足，对平衡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			环境规制；绿色专利；知识产权保护；调节效应
（来源：《科研管理》2026年第3期）
[bookmark: _Toc18687][bookmark: _Toc6769][bookmark: _Toc14297][bookmark: _Toc27692][bookmark: _Toc15994]3. 人工智能生成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构建——基于激励创新与权益平衡视角
作者：宋河发1,2 李竿影2
机构：1.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学术研究和司法裁判的焦点。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司法判例，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从激励创新与权益平衡角度，研究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标志与发明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资格、客体范围、获取标准、权利归属、实施运用、有效规制等基本问题，构建了包括主体资格制度、客体范围制度、获取标准制度、权利归属制度、实施运用制度、有效规制制度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提出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对策。本文认为，应实时修改和完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政策，明确生成作品、标志与发明可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标志与发明的知识产权归属应遵循合同原则，赋予人工智能本身作品完成者、标志设计者、发明者资格，应完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标志与发明申请知识产权的获取标准，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反知识产权滥用规制原则的适用。
关键词：	人工智能；生成物；创作物；科技创新；知识产权
（来源：《科学学研究》2026年第3期）
[bookmark: _Toc31940][bookmark: _Toc21167][bookmark: _Toc13954][bookmark: _Toc1676][bookmark: _Toc13877]4. 专利技术外购与企业生产率
作者：刘青 夏紫莹
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通过技术要素市场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海内外专利交易数据，系统分析了专利技术外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外购专利技术可以促进生产率提升，但这一促进效果主要由购买国内技术驱动；购买国内专利技术有助于企业增加自主创新活动，同时将技术应用在生产过程中以推动生产率提升；购买国外专利技术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其被应用于生产过程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更多体现为帮助企业降低税负、促进出口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购买来自其他企业的专利技术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外购专利技术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购买专利技术存在明显的技术价值需求，购买外部专利技术对创新能力处于中低水平企业的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果更强，对高创新能力企业的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有限。本文的研究为优化技术市场交易机制设计、推动技术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专利技术购买；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要素市场；科技成果转化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6年第2期）
[bookmark: _Toc5539][bookmark: _Toc28402][bookmark: _Toc9517][bookmark: _Toc1731][bookmark: _Toc20055]5. 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利益分配：体系构建、实现机制与推进政策
作者：林德明 曹洲雍 李文慧 马如意
机构：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针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只停留在研发阶段，缺乏促进技术迭代与产业推广的完整分配体系等问题，提出覆盖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运用—产业推广”的知识产权利益三次分配体系，指出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应遵循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知识生产者与知识使用者同步激励、公平福利三个准则，并且通过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初次分配、以市场交易为核心的第二次分配、以公平福利为补充的第三次分配构建实现机制，提出研发主体与使用者的同步激励政策、市场化运行的调控政策、产业融通发展的惠益政策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利益分配机制的有效运行。
关键词：					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利益分配
（来源：《科学管理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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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范围：WOS数据库SSCI外文法学期刊
[bookmark: _Toc1989][bookmark: _Toc24758][bookmark: _Toc23390][bookmark: _Toc31693]1. How Big is Copyright’s Second Bit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opyright Reversion
[bookmark: _Toc7664][bookmark: _Toc4529]作者：Buccafusco, C (Buccafusco, Christopher) 1,2,3 Lutes, B (Lutes, Brent) 1,2,3 Lu, SS￼ (Lu, S. Sean) 1,2,3
机构：1. Duke Univ, Sch Law, Law, Durham, NC 27708 USA
2. US Copyright Off, Washington, DC USA
3. Univ Alabama, Sch Law, Tuscaloosa, AL USA
摘要：Copyright law is unusual. Unlike virtually every other area of U.S. law, the Copyright Act allows people to change their minds and unilaterally cancel otherwise valid contracts. Thirty-five years after transferring or licensing their copyrights to others, authors-or their heirs-can terminate the grant for any reason, and the copyright reverts to its original owners. These termination of transfer provisions aren't just unusual as a matter of law generally; they are also atypical for copyright law. While most of copyright law is justified on the grounds that it improves social welfare, these provisions are explicitly based on redistributive concerns-giving poorly situated authors a second bite at the apple. Unsurprisingly, copyright's termination of transfer provisions has generated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ttention, most of which is highly critical. But the criticisms of copyright's reversion rights are largely grounded on empirically testable claims about how they operate-who uses them and for what purposes? This Article begins to answer those empirical question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 novel dataset of every termination of transfer notice from 1978, when the law took effect, until 2021. Our dataset, which includes over 150,000 terminations, suggests that these laws likely aren't achieving their redistributive goals.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eligible transfers are terminated, and most terminations involve highly successful authors who are made even wealthier. After addressing the descriptive and normative questions raised by prior scholars, we offer a range of potential solutions that Congress could adopt, each with its own costs and benefits. Ideally, revisions to termination provisions would not only address Congress's redistributive concerns but also prevent publishers, studios, and platforms from suppressing content that they license but do not exploit. Our preferred solution would impose a costly screen on these firms to discourage socially harmful content suppression and return copyrights to authors who may more effectively redistribute their own works.
关键词： Economic-analysis; Termination; Rights; Law; Authors; Works
（来源：DUKE LAW JOURNAL. Volume 75. Issue 6. Page 1077-1140. Mar 2026）
[bookmark: _Toc5283]2. The Eunom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okmark: OLE_LINK16]作者：Balganesh, S (Balganesh, Shyamkrishna)
机构：Columbia Law Sch, Law, New York, NY 10027 USA
摘要：Originally developed by the legal theorist Lon L. Fuller, eunomics is the "study of good order and workable arrangements," directed at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form, or ordering adopted by an area of law. Yet, unlike the ordinary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eunomics views the form adopted by an area of law as neither preordained nor wholly contingent. Instead, eunomics sees form a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rifying and developing the goals of an area through a means-ends interaction. This Article develops the central insights of Fuller's eunomics projec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til now, most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ve paid surprisingl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unique structure and form that each intellectual-property regime embodies and have focused instead on justifying or explaining each regime's core substantive goals and values in the abstract. In so doing, they have neglected the crucial importance that each regime's particularized form ha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ose values.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eunomics-driven typology of intellectual-property forms: the appropriation form, the grant form, and the use-and-registration form. It reveals how each of these forms embodies its own normative structure, value commitments, and concep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for lawmaking. And it shows how theorizing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ts values remains grossly incomplete without greater engagement with each individual area's underlying structure.
关键词： Copyright Protection; Computer-programs; Law; Legal; Patent; Fuller; Morality; Incommensurability; Freedom; Standardization
（来源：YALE LAW JOURNAL. Volume 135. Issue 4. Page 1226-1295. Feb 2026）
[bookmark: _Toc29049][bookmark: _Toc21711]3. Beyond Infringement: Rethinking DMCA § 1202 for Generative AI
作者：Bersh, L (Bersh, Larissa)
机构：Stanford Law Sch, Stanford, CA 94305 USA
摘要：With the emergenc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like ChatGPT, scholars and courts have fervently debated whether LLMs' training on and reproduction of copyrighted materials amounts to fair use. But in a recent series of cases, a lesser-known challenge to LLMs has reared its head: & sect; 1202 of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This provision requires that when a work is copied, its associated copyrigh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MI)-such as its license or terms of use agreement-be copied with it. This requirement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modernize copyright for the internet by ensuring that all users would be aware of the terms of their use. Now & sect; 1202's unintended overbreadth threatens to block LLM development and use as it swallows questions of infringement and fair use entirely. This Note posits that & sect; 1202 is broader than traditional copyright infringement doctrine in three critical respects: It imposes liability without any showing of copyrightability, provides no fair use defense, and permits disproportionate statutory damages. Although & sect; 1202 includes an intent requirement, courts have applied it so minimally that it fails to constrain the statute's reach-especially in the LLM context, where the mere act of violating & sect; 1202 may itself suffice to establish intent.
To restore meaningful limits to & sect; 1202, this Note proposes that courts adopt an identicality requirement for & sect; 1202 claims against LLMs. The requirement would cabin liability to outputs that exactly match training data-cases where the removal or alteration of CMI is both clear and technically avoidable. This approach mirrors Congress's existing accommodation of industry limitations for broadcasters in cases of technical infeasibility or financial hardship. A similar understanding for LLMs would preserve & sect; 1202's core purpose, resolve a growing district court split, and ensure that the most consequential copyright question rais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swered on its merits- not sidelined by a statute never meant to decide it.
关键词：无
（来源：STANFORD LAW REVIEW. Volume 78. Issue 3. Page 667-724. Mar 2026）
[bookmark: _Toc22775][bookmark: _Toc6709][bookmark: _Toc30854]4. Copyright Policy Options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okmark: _Toc12984][bookmark: OLE_LINK17]作者：Gans, JS (Gans, Joshua S.)
机构：Univ Toronto, Toronto, ON, Canada
摘要：New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models have created new challenges for copyright policy as such models may be trained on data that include copy-protected cont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issue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how different copyright regimes for generative AI will impact the quality of content generated and AI training. Because of transaction costs (for example, because of the large amount of content being used to train generative AI models), it is not possible for copyright holders and AI providers to engage in negotiations. The result is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actors that would favor full copyright and no copyright protections, balancing the level of potential harm to original content providers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tent for AI training quality. However,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an ex post mechanism like fair use can lead to higher expected social welfare than traditional rights regimes.
关键词：无
（来源：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ume 69. Issue 1. Page 1-19. Feb 1 2026）
[bookmark: _Toc10992][bookmark: _Toc8364]5.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Study in An Evolving Landscape
作者：Qiyao Dong
机构：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ina
摘要：Amid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involving Chinese part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driven in par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provides a rigorous analysis of the arbitr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disputes under China’s legal framework.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given to non-contractual disputes, where existing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remain ambiguous and academic debate continues to evolve. One of the main points of contention is whether disputes over personal IP rights infringement and IP validity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arbitration as defined in Article 3 of China’s Arbitration Law.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assumption that a wide exclusion is necessary, contending that innovative legal and procedural mechanisms can adequately address public policy and enforcement issues. It concludes that, aside from personal rights infringement disputes (unless limited to purely financial claims) and cases involving the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as a party, most IP disput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rbitrable i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关键词：Arbitr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来源：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5. Issue 4. Page 352–375. 01 Dec 2025）
[bookmark: _Toc990][bookmark: _Toc105607370]

[bookmark: _Toc9841][bookmark: _Toc9765][bookmark: _Toc27681][bookmark: _Toc16243][bookmark: _Toc20546]外文管理类核心期刊知识产权文章摘编
选刊范围：WOS数据库SSCI外文管理期刊
[bookmark: _Toc14754][bookmark: _Toc14378][bookmark: _Toc105607377]1.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and Academic Technology Transfer
[bookmark: OLE_LINK19]作者：Yang, HD (Yang, Haodong) 1 Zhang, YM (Zhang, Yumei) 2 Wang, GF (Wang, Gaofeng) 2 Liu, L (Liu, Li) 2,3
机构：1. Tsinghua Univ, Sch Econ & Management, Beijing, Peoples R China
2. Univ Sci & Technol China, Sch Humanities & Social Sci, Hefei, Peoples R China
3. Univ Sci & Technol China, Sch Marxism, Hefei, Peoples R China
摘要：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IP governance exhibits three notable limitations. First, it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IP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while attention to acquisition and service remains limited. Second, few studies have approached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P governance exerts influence by considering the distinct elements within innovation system. Third, existing analyses often focu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the subsequent commercialization, especially for academic technology outputs that remain latent. Here, grounded in the activity-process view, this study disaggregates IP governance into distinct modules. Drawing on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t further construc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encompasses node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nd environment. Empirically, employing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the impact of China's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emonstration City (NIPRDC) on patents transferred from academia (PTA patents) is assessed. The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NIPRDC significantly boosts the scale and share of urban PTA patents, with results remaining valid through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checks. (2)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s the dominant mechanism, contributing 83.6 %. The "Innovator" (university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Adopter" (enterprise absorption capability) mechanisms follow, with explanatory power ranging from 53.1% to 62.0%. The "Environment" mechanism, represented by digitization and IP intermediaries, contributes relatively less, accounting for 11.0 %-28.8 %. (3) The policy effect differs by batch and region, with greater impact in developed, innovative cities, while also triggering spatial spillovers that boost academic technology transfers nearby.
关键词：Innovation Evidence; Patent Rights; Protection; China; Universities; Science; Performance; Determines; Management; Diffusion
（来源：TECHNOVATION. Volume 148. Dec 2025）
[bookmark: _Toc29434][bookmark: _Toc11477]2. Do Wea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ffect Foreign Multinational Firms' Technology Explor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unction-related and Location-related Experience
[bookmark: _Toc105607373][bookmark: _Toc5385][bookmark: _Toc3029]作者：Hong, J (Hong, Jie)1 Borah, D (Borah, Dhruba)2 Massini, S (Massini, Silvia)3,4
机构：1. Univ Sheffield, Management Sch, Int Business, Conduit Rd, Sheffield S10 1FL,England
2. Univ Bristol, Business Sch, Strategy, Howard House,Queens Ave, Bristol BS8 1SD, England
3. Univ Manchester, Alliance Manchester Business Sch, Econ & Management Innovat, Booth St West, Manchester M15 9PB, England
4. Univ Manchester, Manchester Inst Innovat Res MIOIR, Booth St West, Manchester M15 9PB, England
摘要：Existing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wea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regimes are not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intensive activities. However, evidence of technology exploration activities b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s) in emerg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this view. We address this puzzle by examining how host-country IPR regimes influence MNCs' technology explorati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echnology-seeking (TS) and home-base augmenting (HBA) activities. Drawing on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theories, we also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NCs' function-related (innovation function-specific and function-generic) and locationrelated (host country-specific and country-generic)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Using PATSTAT patent data for 91 U.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s firms in the period 2001-2018, we find that weaker IPR prot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HBA initiatives. This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strong IPR regimes are indispensable for technology exploration. Moreover, we show that MNCs with extensive function-specific experience in the host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better navigate diverse IPR environments, making their technology exploration activities less affected by the strength of the host-country IPR regime.
关键词：Technology exploration; IP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atents; Experience; Learning
（来源：RESEARCH POLICY. Volume 55. Issue 4. May 2026）
[bookmark: _Toc22652][bookmark: _Toc8746]3. Does It Matter Where the Funds Go? A Sectoral Analysis of US Government-Interest Patents
作者：Chen, DZ (Chen, Dar-Zen) 1 Chang, HC (Chang, Hsu-Chuan) 1 Huang, MH (Huang, Mu-Hsuan) 2 Kuan, CH (Kuan, Chung-Huei) 3 Wang, CC (Wang, Chun-Chieh) 4
机构：1. Natl Taiwan Univ, Dept Mech Engn, Taipei 10617, Taiwan
2. Natl Taiwan Univ, Dept Lib & Informat Sci, Taipei 10617, Taiwan
3. Natl Taiwan Univ Sci & Technol, Grad Inst Patent, Taipei 10607, Taiwan 
4. Natl Taiwan Univ, Dept Bioind Commun & Dev, Taipei 10617, Taiwan
摘要：This study examines how public funding influen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outcomes by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interest (GI) patents-those that explicitly acknowledge government support-relative to non-GI patents. Using a comprehensive patentometric assessment of U.S. patent data, the study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belief that government-backed patents inherently yield superior results. While GI patents tend to emphasize foundational and publicly aligned research, non-GI patents often outperform them in terms of citation influence and technological impact, particularly in market-driven contexts. To interpret these patterns, the study introduces a quadrant-based framework grounded in four complementary theories: the triple helix model, Pasteur's quadran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This framework supports a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of how different recipients utilize government support, highlighting patterns of efficient resource use, latent potential, and under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ublic funding alone does not guarantee high-impact innovation; rather, success depends on how effectively recipient organizations align funding strategies with their internal capabilities and long-term goals.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iated funding approaches and improved organizat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By incorporating metrics such as patent citations, concentration indices, and temporal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offers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R&D investment. The results provide actionable guidance for both funders and recipients in shaping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hat maximize the societal and economic returns on public R&D investments.
关键词：Research-and-developmen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riple-helix; Technolog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Universities; Programs; Support
[bookmark: OLE_LINK22]（来源：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ume 73. Page 726-739. 2026）
[bookmark: _Toc105607374][bookmark: _Toc10885][bookmark: _Toc25134][bookmark: _Toc25345][bookmark: _Toc15968]4. Does Carbon Capture & Storage Mitigate Carbon Premium? Evidence from Patents
[bookmark: _Toc31039][bookmark: _Toc105607375][bookmark: _Toc24771]作者：Barchi, A (Barchi, Antonio) 1 Rondi, L (Rondi, Laura) 1
机构：1 Politecn Torino, Dept Management, Corso Duca Abruzzi 24, I-10129 Turin, Italy
摘要：Motivated by recent evidence of a carbon risk premium Bolton and Kacperczyk (2021, J. Financ. Econ., 142, 517549), we analyze firm-level patenting in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 Storage (CCUS) technologies and its impact on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from 2010 to 2022. Using 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s on patent and financial data and CO2 emissions, we find CCUS patents respond to CO2 emissions and climate policies. Moreover, although CCUS patents are negative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market-to-book (stock returns),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turns if the firm is a high CO2 emitt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tighter.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CCUS innovation reduces the carbon risk premium, benefiting firms with higher environmental risks.
关键词：Research-and-development; Eco-innovation; Market value; Count data;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Empirical-evidence; Firms; Green; Performance; Valuation
[bookmark: OLE_LINK23]（来源：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May 2026）
[bookmark: _Toc8771][bookmark: _Toc23479]5. Support Vector Machine to Forecast Reexamination Invalidation Decisions for Utility Model Patent
作者：Wang, MH (Wang, Mei-Hsin) 1 Che, HC (Che, Hui-Chung) 2
机构：1 Natl Yunlin Univ Sci & Technol, Grad Sch Mat Sci, Yunlin, Taiwan
2 China Biomed & Technol Applicat Assoc, New Taipei City, Taiwan
摘要：There are 21,999 China utility model patents with existing decisions of invalidation reexamination from 2000 to 2021 to explore applica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with Gaussian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 kernel. This study identified significant patent indicators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Kruskal-Wallis test, and Jonckheere-Terpstra ordered-alternatives test and employed SVM incorporating significant patent indicators to forecast decision of invalidation reexamination with highest accuracy for patents with fully invalid claims. The study confirmed SVM with RBF to forecast patent sustainability and providing support for due diligenc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litigation strategies.
关键词：Gaussian radial basis function kernel (RBF); Invalidation reexaminati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Utility model patent
（来源：JOURNAL OF FORECASTING. Volume 45. Issue 1. Page 241-259. Jan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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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范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之研究成果
1.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的商标侵权责任
作者介绍：
吴汉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文澜资深教授
发表期刊：《中外法学》2026年第02期
中文摘要：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具有民法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般身份，但其主体形态、主体注意义务和主体责任构成有着自己的特点。平台经营者的商标侵权责任，是“为商标侵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间接责任。网络商标侵权责任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间接侵权的共同侵权属性，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的关系,间接侵权责任认定中的“技术中立原则”以及间接侵权的连带责任后果等，其适用规范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在基本法与专门法规定不尽一致的情况下，诸多案件判决表现了有差异的裁判立场,主要围绕故意要件还是过错要件、概括知晓还是具体知晓、行为标准还是结果标准来展开。为加强平台交易秩序治理和商标法律功能目标实现，未来法律构造和司法裁判规则，应在过错要件重塑、侵权行为类分、注意义务规则强化等方面加以修订和完善。
关键词：				网络交易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商标侵权；网络间接侵权责任
2. 马德里体系商标依附制度改革路径与中国立场
作者介绍：
彭学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新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发表期刊：《知识产权》2026年第02期
中文摘要：马德里体系依附制度改革是我国主动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的重要契机。作为商标国际注册的主导制度，马德里体系一次注册多国保护的高效便捷和国际注册对基础商标的依附性犹如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改革方案中，无论是取消基础商标的动议，还是废弃、冻结依附性的构想，均会严重动摇马德里体系的制度根基，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行不通。因此，我国在马德里体系依附制度改革中应秉持渐进式优化路径，极力维护该体系打击恶意注册的能力，致力于凝聚最大国际共识。在谈判中，应积极倡导缩短依附期限、妥当处理基础商标不使用问题；对取消“中心打击”自动效力和限缩依附性适用理由则应持审慎态度。同时，积极推动国际注册转化制度的优化完善，提升其可及性。
关键词：		马德里体系；依附制度；商标国际注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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